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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宜蘭羅東鎮為案例，提出「網羅型城鎮」概念，探討地方如

何在行政邊界高度限制的情境下持續追求發展。本文聚焦於：在積累邏

輯主導的發展模式下，羅東鎮如何被形塑為一個區域性節點？掌握規劃

論述與資源調度能力的地方政治群體如何想像發展？本文之研究方法結

合檔案文獻分析與生命史書寫，重構羅東空間發展的歷史脈絡。本文發

現：首先，羅東的發展歷程深受殖民時期資源榨取與空間規劃影響，形

構出以基礎設施與自然資源流通為核心的城鎮地景；其次，面對空間飽

和與法規限制，地方政治群體雖無法正式突破行政邊界，卻透過發展論

述與政策語言，試圖鬆動制度框架，挪用既有土地資源並延伸發展想像，

反映出對發展邏輯的質疑與不滿，顯示空間治理過程中潛藏的衝突與排

除。總體而言，羅東鎮的空間發展是一套發展主義治理邏輯的實踐現場，

其過程中充滿協商、鬥爭與對未來的想像重組。 

關鍵詞：發展主義、人與自然關係、空間政治、宜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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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社會大多數人的觀念裡，「發展」一詞乃是緊扣經濟成長，期許

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讓市場可以做大。若反映至空間形式，則是杜

絕土地存在任何消極的作為，在符合地盡其利的狀況下，有效率地善

用每一塊土地，讓它發揮最大的交換價值。作為全臺灣最小的縣轄行

政區，1 羅東鎮以建立密集的商貿網絡起家，透過對自然的再生產，

撐起相關產業與周邊基礎設施的興建，逐漸成為宜蘭縣蘭陽溪以南的

重要城鎮（廖風德，1990：105）。作為筆者的故鄉，「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是我對羅東鎮的註解，刻意拉出空間邊界與日常生活的反差。

進一步說，直到出外念大學的那一刻，筆者才在真正意義上和羅東分

離。這裡論及的分離，並非表述主體與空間徹底的斷裂，而是要更強

調這座雖然僅有 11.3 平方公里的「小城鎮」，卻滿足了筆者與其他鎮

民、甚至是整個宜蘭縣民的日常生活。曾經在與家中某位長輩閒談

時，聽到他略帶自信的描述羅東。當時他是這麼說的：「買東西買不到

就去宜蘭買，宜蘭買不到就要到羅東，若是又閣揣無（nā-sī iū-koh tshuē 

bô）就要到台北啦！」這段對話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它一方面彰顯

了羅東四通八達的程度，在宜蘭縣境內乃是首屈一指；另一方面跳脫

宜蘭市為「縣治」，而「縣治」必然是核心的框架，把羅東的空間順位

往前挪了一步，在經濟與消費方面僅次於台北。這對羅東的「發展」

而言，既是特色，也是癥結。 

透過空間計劃瓦解癥結，隱隱然的成為地方社會的共識，尤其是

掌握擘劃或干預發展進程的「地方政治群體」（local political groups），2 

                                                                                                     
1
 總面積為 11.3448 平方公里。根據 2025 年 2 月之統計，羅東鎮的現住人口為 69,624

人。另外，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有 6,137 人。取自 https://reurl.cc/yRZ5oM。

取用日期：2025 年 3 月 19 日。 
2
 此概念主要包含鎮長、鎮民代表、羅東選區的縣議員或早期的地方鄉紳，他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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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一刻也不能停歇。即使人們藉由日常生活來探索羅東的空間

輪廓，也從中顯現城鎮的便利性，卻仍舊無法迴避在理性且標準的數

學計算面前，羅東鎮總面積為全國最小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有限

的空間」與「無限的發展」形成相互掣肘的姿態。換言之，對城鎮主

政者或追求資本再生產的群體來說，他們不甘羅東的發展受到行政疆

界的束縛，轉而期待透過各種發展政策，調動某些地處城鎮中心的老

舊建成環境，或者將發展以一種共同生活圈的方式，外溢至鄰近的冬

山鄉和五結鄉。這是他們想望的「發展」，是以經濟為前提的「發展」，

而這樣的發展態勢牽動空間轉型，透過空間生產利潤、促進商業繁榮。 

我們可以藉由具體事件佐證空間、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生相應。

2025 年 2 月 25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後稱都委會）通過「變更

羅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及保護區通盤檢討）案」（後稱羅東工保解

編案），意味著鎮內禁建長達 60 年工業區與保護區，在這一刻重獲「自

由」，地主們亦不再受到使用分區的束縛（王峻祺，2025；李修慧，2018；

沈如峰，2018）。可想見，宣布解編之日，即是讓土地重新回到資本主

義的循環過程，以「商品」的樣貌示人，其性質也從多重的使用價值，

轉換為純粹且單一的交換價值。雖然，根據官方的說法，此次「解編」

是基於解決羅東地區長期以來的淹水問題，納入國土復育、降低災損，

以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等層面之考量，擬將環鎮道路及其外圍地

域共劃分為 12 個單元，3 細部計畫總面積為 105.30849 公頃，其中有

95.8455 公頃則會透過區段徵收進行開發（宜蘭縣政府，2018）。但是，

                                                                                                     

對起普通公民而言，掌握一定的資源與權力，對於城鎮未來的發展走向起到決定

性的作用。 
3
 劃設範圍除了羅東鎮的竹林里、樹林里、國華里、北成里、維揚里、成功里、西

安里、南昌里、羅莊里之外，也將同屬「大羅東生活圈」的五結（福興村、中興

村、四結村）與冬山（興村、清溝村、群英村、永美村）的部分村落納入計畫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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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潛藏在背後的真正原因，無非是要突破長年受到制度規範的

城鎮邊界，讓羅東鎮有辦法持續「發展」罷了。 

奠基於臺灣學界現階段的研究成果，關於羅東的社會變遷與空間

發展，一些研究者聚焦日治時期展開的太平山林業，是如何成為帶動

羅東地方經濟與社會生活（邱曉君，2011；施佩吟，2009；簡呈恩，

2024）。另一些研究者則比較宏觀的討論羅東鎮的空間結構，納入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元素，指出是什麼原因造就出羅東晚近

的都市地景（劉富強，2004；張智欽，2010；黃麗秋，2011）。雖然，

上述研究有助於我們勾勒出羅東的發展史，但要不是書寫社會依賴特

定自然及其產業，要不是整理檔案資料來還原空間，兩種研究成果皆

未帶入發展理論進行更深層次的批判與論證。而且，我們幾乎無法在

既有研究中，窺見發展過程中的「政治」。換句話說，那些充斥於社會

關係中的衝突與張力彷彿不存在一般，這明顯是把都市（或空間）視為

靜態的背景或容器，而不是與社會相互辯證的對象。羅東「面積狹小」

之劣勢，導致掌握規劃權力之特定人或群體，在處理土地問題方面特

別「精打細算」，以「寸土寸金」思維為基礎的效率主義（utilitarianism），

訂製與操縱著發展的核心與軌跡。總言之，筆者認為，假使我們忽略

塑造空間的政治效應，便將失去省思發展帶來的困境與隱憂，此乃目

前研究之闕如，也成為筆者撰寫本文之目的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或許羅東的發展企圖就藏在地名之中。在大部分

人們的印象裡，「羅東」一名的由來與平埔族的「猿猴」傳說有關。4 但

                                                                                                     
4
 根據余兆波等（1952：246）在《宜蘭新治》中記載的，「羅東一名的由來，已無文

献可考，但據一般傳說，以該地古多榕樹欉林，而猿猴棲息其間，山胞多呼爲老

懂，幾經傳播，始譯為羅東，「老懂」與「羅東」為諧音」。此說法被廣為流傳，

就連羅東鎮公所在「認識羅東」的專欄也張貼「羅東」地名的由來，源於「在清代

文獻中，羅東原本是滿布樟木、老榕、相思樹的叢林，林中棲息大群的猴子，平

埔族語稱猴子為「老懂」，後來的漢人沿用這個發音」。嚴格來說，無論是「猿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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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這個主流說法之外，還保有第二種解釋途徑。也就是，奠基於

羅東早期的古地名「東勢」。之所以稱「東勢」，乃是清領時期漢人開

荒僻墾時做的區分。以蘭陽溪為界，以北為「西勢」，以南則為「東勢」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2002：45、47、81、93）。而

改稱「羅東」之原因，依據地方耆老所言，一方面是想讓地名更典雅，

另一方面是參照當時已然形成的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網絡，賦予

「網羅」之動態概念，與「東勢」連結形成了「羅東」（簡年松，1993：

74）。 

我們或許可以從「網羅」一詞窺見羅東鎮發展的雄心壯志，仰賴

地理位置與交通樞紐搭建的經濟核心，而這更可以為如今羅東現有

發展及其「不滿」提供一定程度的證明。對此，本研究借道發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ies）來組織批判的分析取徑（王振寰，2012；簡旭

伸，2012），搭配晚近部分都市研究者倡議，即關注焦點有必要試著

從那些頗負盛名的大都市，轉進多數研究鮮少觸及的小城市（small 

cities）或尋常城市（ordinary cities）觀點（Bell & Jayne, 2009; Neo & 

Pow, 2015; Myrdahl, 2013; Ocejo et al., 2020; Robinson, 2006），來建構

本研究論證與對話的基礎。於是，本文以我們如何可能在小城鎮反思

當代主流的發展意識形態，作為本研究之核心發問，並提出以下研究

子題：在「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的發展模式下，哪些要素

捲入了羅東鎮的發展過程，並形塑了特定的都市地景？掌握規劃主導

權的地方政治群體如何想像羅東鎮的未來發展？又會因此產生哪些衝

突與張力？筆者認為，全國面積最小縣轄行政單位的羅東，在無法輕

易變更行政疆域的狀況下，那些超越既有城鎮管轄之空間計畫，以及

                                                                                                     

說」還是「網羅說」都沒有一定的參考基準。但是筆者認為，如果按照清領時期

已存在「西勢」和「東勢」之分，「網羅說」在歷史脈絡與社會變遷上的可信度相

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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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實踐，便成為重新理解城鎮發展之關鍵憑據。 

倘若我們站在西方學界觀點，類似羅東鎮發展性質的城市，容易

連結至「區域型城市」（regional city）的討論（Abbott, 1992; Smith, 

2025）。畢竟，羅東鎮在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等層面，雖然受限於

行政疆界，但仍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但也許正因為其實體地域不如西

方學界指認的寬廣，致使筆者對是否使用區域型城市作為對話領域保

持疑慮。為此，筆者認為，我們與其糾結是否能與西方概念產生共鳴，

不如瞄準由東亞發展型國家以及臺灣社會變遷與歷史脈絡搭建而成的

本土論述，突出羅東空間發展的演變軌跡，將羅東喻為「網羅型城鎮」

（Bāng-Lô Township）。進一步說，以「網羅」重新概念化羅東的發展

有其新意，這也得從「網羅」一詞的中文意思談起。「網羅」內蘊三層

含意：5 首先是人類為了生存而發明的技術物，而羅東則借用了「器

具」的隱喻，被設想為盛滿各種自然資源的容器，再透過市場把資源

轉化為資本；第二是「法令」，這部分對應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於進行的

市區改正計畫，時至今日城鎮發展一定程度上仍受法規控制；最後是

「搜求」，此意深具行動的連續性，暗含迄今為止地方政治群體持續追

求的發展意識形態。總的來說，網羅引申的三層涵義，在不同領域和

羅東達成契合。 

社會不斷的變遷，空間也是。所謂的「發展」，不可能只擁有一種

樣態，而是會根據不同時期人們對於空間存有某些想像，以及不斷在

社會中湧現的資本，共同促成空間發生改變，產生多重領域化（multiple 

territorialization）。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羅東在怎麼變化，無法

突破的永遠是那條「剛性行政疆界」。換句話說，儘管城鎮內部持續進

行空間的重新部署（redeployment），也有不少「看似」突破行政疆界的

                                                                                                     
5
 參考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取自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 

jsp?ID=162805&la=0&powerMode=0。取用時間：202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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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行動，但就現階段來看都成了未竟之事。筆者認為，「剛性行政

疆界」遲未解鎖是羅東鎮內特定群體的「不滿」源頭。如果不經法律

程序修訂，「不滿」則會持續盤旋在羅東鎮的上空，成為揮之不去的慾

望幽魂。據此，筆者以為，若想讓「不滿」散去，不再被欲望幽魂糾

纏，我們必須脫離資本積累的深淵，導入去成長（degrowth）思維來檢

視自身的需求，並重新理解什麼是發展。 

筆者提出「網羅型城鎮」作為理解羅東鎮空間發展的核心概念，

強調在「剛性行政疆界」下，城鎮如何透過資源匯聚與網絡擴張不斷

重組其空間邏輯。為了具體展開此一概念，本文將從三個彼此交織的

面向切入：其一，是城鎮的基礎設施化，亦即各類產業與生活基礎設

施如何作為支撐發展的物質條件，延展與拉扯羅東的實質與想像邊

界；其二，是都市計畫及相關空間法規制度，如何在城鎮尺度上設定、

管制乃至鬆動空間邊界，形塑何種「合理」的發展圖像；其三，則是

掌握規劃與治理權力的地方政治群體，如何透過各式發展想像與行

動，持續追求對城鎮空間的再編排。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取檔案文獻分析，掌握不同時期羅東鎮的

發展邏輯，檢視城鎮為何且如何誕生，透過爬梳區域之歷史脈絡，進行

系統性的回顧並加以評述。有關檔案和二手文獻之選擇，涉及新聞報

導、官方報告書，6 以及各種可能與羅東鎮發展有關的史料與圖資。7 此

外，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筆者亦將個人生命史納入書寫過程，立基自

                                                                                                     
6
 受限於資料取得與書寫篇幅，筆者將聚焦羅東鎮晚近二十年的發展方向。有趣的

是在這二十年間擔任羅東鎮長者，如林聰賢和林姿妙，各自在連任羅東鎮長後，

宣布參選宜蘭縣長選舉且都順利當選，由此可見羅東鎮對於宜蘭縣的選舉政治具

備一定的影響力。此外，筆者也透過議事錄了解鎮民代表針對鎮內建設與發展提

出之意見。 
7
 「臺灣學數位圖書館」搜尋部分日治時期有關羅東郡和市街之資料，包含刊物、

圖書或地圖影像；「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查找宜蘭區域省議員的質詢與提案紀

錄；「宜蘭縣史館數位典藏資料庫」亦為輔助本文研究之重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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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至今於地方生活之所見所聞，試著與地方政治群體設想之發展圖騰

對話，針對主流發展提供一些批判性的反思。 

貳、文獻回顧與評述

一、尋常∕小城市的誕生與辯論8

為了破除傳統西方都市理論的霸權，強調在地、差異與多元為核

心價值的後殖民都市論學者，紛紛站出來表達這種僵化且均質的思考

模式（黃子倫，2021：102-103），而尋常∕小城市研究亦是在這時候

浮上學術議程。 

《尋常城市》（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乃 Robinson (2006) 的經典著作。她指出，城市性（cityness）的建立往

往捲入長期以來西方城市理論的「現代與傳統」二元框架，不僅深具

殖民色彩，更暗示著創新、前衛或有活力等動態感，只存在現代大城

市。而與之對立的其他城市，則與守舊、落後或模仿等意象相互纏繞。

據此，Robinson 提醒我們不應把城市現代性與西方城市視為一體，而

是需要將前者抽離，並組織一種後殖民城市理論，指出每座城市都保

有創造性與現代性的可能（Robinson, 2006）。 

Bell & Jayne (2009) 指出，當前都市理論過度關注大都會，忽略較

小規模的城市，這會導致對全球城市體系的理解不完整。於是，將小

城市納入主流比較框架，有助於揭示城市多樣性與複雜性，並豐富都

市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分析視野。他們主張，對小城市研究應超越

「絕對人口規模」的狹隘定義，透過功能多樣性、地方實踐、多層級

連結，轉向以「影響力」（influence）與「可及範圍」（reach）為基準。

                                                                                                     
8
 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除了尋常∕小城市，「被忽視的城市」（overlooked cities）

這個說法也值得我們注意（Nugraha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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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概念重構強調「以功能與關係取代人數」，有助於辨識小城市在全

球與在地交織中的創新潛力與挑戰。 

儘管上述研究竭力證明尋常∕小城市的重要性，呼籲眾人應覺察

那些不起眼的生活場域，「對小城市進行大思考」（think big about small 

cities）（Neo & Pow, 2015: 556），但這樣看似批判性十足的主張，卻也

暗藏著一些隱憂。誠如 Smith (2025) 指出，那些主張尋常城市的學者，

無非是想打破窄化城市研究典範論述，試圖建立碎裂、分散、異質、

多樣的世界觀。但這樣的論述雖然提出反對以大都會或全球城市為範

例，卻演變成一系列對新馬克思主義城市概念毫不著邊際的批判，導

致城市研究陷入無止境的個案比較與名詞遊戲的陷阱（trap）。或許，

關鍵還是得回到正視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以及資本循環引發的不均地

理發展和權力不對稱，探詢中小型城市何以致此的根本性原因。 

具體的說，筆者認為尋常∕小城市研究的誕生，歸根結柢是源於

一些批判學者對彼時研究學群的不滿。換句話說，他們質疑主流研究

過度關注大都會或全球城市，從而不探究尋常∕小城市，或者簡化它

們的特質，僅僅視作是一個邁向大城市的過程節點，無法體現作為典

範之外的獨特性與價值。如此論調即是 Robinson 之核心，亦為與其同

陣營學者的觀點。但是，如果我們摒除挪用大城市作為典範，集中力

量討論發生在尋常∕小城市的各種課題，貌似只能停在「某研究者做

了某地區更深層次的田野與經驗分析」。筆者並不否認這樣的研究有其

意義，也同意我們不能總是一味的遵奉某種「典範」，但對研究者來說，

特殊經驗仍需要經過適時的抽象過程，轉化為呼應某地域的理論概

念。也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認同人類學式民族誌調查，在方法論上豐

富了我們看待生活世界的角度；另一方面，也須承認它難以系統性的

回應宏觀的社會議題。 

此外，銜接 Smith 對尋常∕小城市研究者的批評，筆者認為那些

學者選擇性地凸顯他們關切對象的位階（Amin & Graham, 1997），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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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地忽略大城市的生成脈絡以及為這個世界帶來怎樣的鉅變。易言

之，若從資本主義發展切入，當代社會的運作基本上無法斷開資本的

循環，商品鏈串起龐大的社會結構，資源流通也經常把大城市當作轉

乘點，透過專屬渠道運送至需求之處。就此而論，大城市掌握指揮與

控制資本的功能，沒有避而不談的道理。退一步說，大城市與尋常∕

小城市彼此之間相互依賴，如果只是擁抱任何一方，反而會忘卻了何

以成為城市的結構、機制與事件。 

回到本文的研究地點羅東，筆者提出「網羅型城鎮」加以概念化，

相比西方經驗，除了覺察到資本積累與循環帶來的經濟效應，也考量

基礎設施的物質性與社會性、空間法規的研擬與實施，以及在地行動

者的多重角力，而非只是因為中小型城市有趣，或者要拿來與大城市

或全球城市抗衡。筆者認為，尋常∕小城市的可研究性，恰好反映在

它們與大城市之間的「主流發展延遲」。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尋常∕小

城市那些不與時俱進的狀態，讓我們更有機會尋得分析的縫隙，從容

地著墨它與全球城市的差異。尋常∕小城市作為一種研究反思，叮囑

人們關注那些習以為常的平凡場域，可以與大城市對比，但不要因此

拋棄某些無所不在的歷史脈絡。 

本文立基於臺灣本土研究，希望在目前既有的學術討論中，窺見

不同於西方學界的尋常∕小城市研究，嘗試建立「城鎮研究」（towns 

studies）。然而，臺灣目前並沒有所謂的「城鎮研究」（towns studies），

即使某研究聚焦在某鄉鎮市區，也不會特別將其稱之為「城鎮研究」，

要麼拉高到城市（city）層級；要麼縮小至社區（community）尺度。於

是，城鎮一詞的處境顯然是尷尬的，卡在一個「要上不上、要下不下」

的位置，很難使人輕易地將其安放於適合的研究位置。但是，這或許就

是研究者需要進一步釐清的爭點，尤其是鑲嵌在臺灣社會的發展脈絡

中。簡言之，筆者認為透過城鎮窺探發展如何體現和影響人們的日常

生活，也許能讓發展研究具備跨越多重尺度並形成特定論述的可能。 



 
國家發展研究 第二十五卷第二期 

 
12 

二、窺探臺灣城鎮研究

在重新思考都市發展與城鄉關係的理論與實踐中，莊雅仲與陳淑

容（2016）提出對臺灣中型城市之空間與社會構成的關鍵觀察。透過

對彰化員林的實證研究，他們指出，這類「摩托車城鎮」既不同於台

北、高雄等都會的都市發展邏輯，也不符合鄉村作為被動邊陲空間的

常見假定。他們主張，這些中型城市因其地理規模、空間結構與交通

型態，形成了一種持續維繫的「城鄉交錯」模式，非但未因現代化而

消失，反而在全球經濟重組、區域分工加劇的背景下，展現出一種介

於工業化與農業復振之間的新興空間型態（莊雅仲、陳淑容，2016：

125、143）。此外，街道農業市集之興起，構築員林這座中型城市的另

一種特殊性，以非正式市場促成區域農業再生與城市空間再造（莊雅

仲、陳淑容，2016：136-141）。關於這部分，筆者認為能與羅東鎮的

地方社會動態形成對話。鑒於羅東早年乃宜蘭縣溪南地的貨品集散

地，交易行為興盛使得面積本就不大的羅東，涵納兩座公有零售市場

（開元市場、民生市場）。不僅如此，受到前述所提及之綿密經濟網絡

影響，公有市場外圍聚集不少販售乾貨、蔬果和肉品的小商鋪。甚至，

在這些小商鋪外，亦可看見如莊雅仲和陳淑容（2016）觀察到的個體

農友擺攤現象，販售品項除了常見的蔬果外，還有家庭自製的醃漬食

品。 

從員林經驗到與羅東對話，本文部分同意莊雅仲與陳淑容（2016）

的觀察，即指出城鎮與農業透過居民的日常生活實踐，把兩者看似對

立的概念重新編織成一張互惠的網絡。另一部分，本文認為或許農業

之所以會進入城鎮，最大的目的當然是農戶要尋找能將手中農產品販

售的出去的地方，而城鎮擁有凝聚人潮和集結成市的特徵，故能讓農

產品取得更多外銷的機會。換句話說，此乃自古以來人類社會成形的

關鍵之一，不足為奇。但這似乎能讓我們回過頭重新思考：城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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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的存在二分？以及所謂的二分又是基於何種目的進行的？這些

問題筆者認為均有再思考的潛質。 

高郁婷和王志弘（2024）的研究值得注意。他們瞄準眾人習以為

常的都市鄰里公園，深究在新北市「升格」成為直轄市後，該日常場

域如何轉化為政治展演與治理權力實踐的重要節點。該研究選擇新北

市三重區鄰里公園開展田野，並主張鄰里公園並非僅是城市空間的綠

地設施或休閒場所，更是都市治理機制滲透日常生活的關鍵節點，具

體展現了臺灣地方行政體系在新自由主義都市轉型過程中對政績的積

極展演與制度調度。他們透過「政績政治」（performance politics）概念

貫串全文，以此指認改制後的新北市政府試圖形塑現代都市形象，乃

透過「環保化」的政策導入與指標性成果的展示，在基層日常空間中

實踐其治理意圖。其中，里長則在此過程中充當「地方經理人」（local 

manager）角色，承擔起制度中介與政策協力的責任。此一基層治理實

踐揭示，環保政策不僅是市府環境治理的工具，更透過一套由認證制

度、指標化評比與物質建置構成的治理邏輯，重新編組了市府與里長、

市府與民眾之間的權力關係。蘇一志（2007）揭示恆春半島的觀光空間

轉化過程，地方發展並非線性推進，而是伴隨著多元行動者之間的資

源競逐、權力運作與論述衝突。趙永茂（2004）討論高雄縣內門鄉的地

方派系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變遷中的轉變，兩大派系的茁壯、消

退和分裂均與臺灣選舉制度，以及棲身於高雄的更大地方派系有關。 

除了聚焦政治經濟或空間變遷問題，其他諸如文化和環境議題同

樣是關切城鎮發展有利的切入點。顏亮一和張耕蓉（2022）站在批判

性觀點，以新北市新莊區的新莊街都市運動為例，分析地方政府如何

以文化政策推動房地產開發卻在市民的空間意識覺醒與歷史文化保護

訴求中，遭遇抵抗與挑戰。他們主張，「文化治理固然有助於政權的文

化領導權塑造以及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維繫，但是它也創造了新的鬥

爭場域，成為認知、爭取，與實踐城市權理念的空間」（顏亮一、張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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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2022：55）。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文化治理內蘊的雙重性，以及

當特定議題於地方發酵時所反映出的多重樣貌。張峻豪和曹晉華

（2022）透過分析彰化縣的芳苑鄉與二林鎮，指出面對大型開發案帶

來的潛在衝擊，地方能否展現出「韌性治理」（resilience governance）

的能力，取決於政府的政策回應與地方社區的參與互動。他們指出，

即便芳苑成功阻止國光石化開發，政府主導的開發布局卻削弱了社區

的凝聚與後續治理的韌性；而在二林，雖未出現激烈反對，中科四期

的開發同樣因政府忽略地方需求而使社區缺乏參與與回應能力，導致

吸收力下降（張峻豪、曹晉華，2022：60）。整體而言，研究呼籲必須

透過上下協作的韌性治理，方能減緩開發衝擊，維持地方的永續發展。 

即使各個經驗案例所處的位置在各方面條件並不均等，但筆者想

要表達的，乃是希望討論發展更為聚焦。此外，筆者也明白，我們當

然可以藉由「地方發展」這四個字，進一步凝縮我們針對特定空間的

分析與批判。但是，筆者認為「地方」相對起「城鎮」二字略顯籠統，

可能會使論述偏離了某些關鍵議題；其次，如今的地方發展儼然成為

政治人物的口頭禪，而地方經過選舉政治的洗禮，已經分不清其意義

指涉的是不特定的在地社會大眾，還是僅限於政治人物自己及其利害

關係人。 

本文在探索發展的脈絡下，豎立以「城鎮」為基底的空間範疇。

而且，筆者認為所謂的「城鎮」並非一成不變，它是會捲入不同且特

定的事件，持續調整其內部的物理環境、社會網絡、政治氛圍及經濟

結構，發揮動態的領域化效果。 

三、領域化如何落實？

從表面上看，「領域」（territory）好似一種靜態的表現，實際上卻

是充滿衝突、張力、拉扯與辯證的動態過程。領域本身是由多重力量

和要素構築而成的，而且其運作、維持，乃至於改變，也是仰賴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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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者、技術物、制度、論述和符號等元素的介入、配置或相互作

用，才得以推展。「圈起來的空間，不見得就是領域。使圈限空間成為

領域的是，首先，該空間有意義，其次，它承載或傳遞的意義，指涉

或暗含了社會權力」（王志弘等〔譯〕，2017：25）。換言之，意義與權

力勾勒出領域的意涵，且成就領域於空間的重要性；而勾起意義、形

塑權力，以及鞏固領域的核心，筆者認為即是體現於發展主義及其意

識形態宣揚之過程當中。 

相對於領域，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概念就更為動態，王志弘

等（譯）（2017：24）指出，「領域化是將某些現象或實體聯繫上一個有

意義的有邊界空間，從而將領域部署於特定脈絡中」。這裡所謂的有意

義，是基於權力（power）對於空間的宰制，換言之，領域之所以成為

領域，是因為牽扯空間權力意義的匯集，其中最重要的是權力的展現，

因為這是闡明領域化成形的刺點，也因此，我們不能無視權力的存在，

如王志弘等（譯）（2017：27）強調的，「領域的運作方式，通常就是傾

向於將權力與意義及它們的關係，視為完全不證自明、毋庸置疑」。因

為權力的無所不在，使得領域化概念，在空間研究中刻劃出更加清晰

的輪廓，也成為諸多研究援引分析及論證的理論（王志弘、高郁婷，

2017；洪伯邑、許純鎰，2017；洪伯邑、蕭彗岑，2017；黃書緯，2022）。

Deleuze & Guattari (1987) 對於去∕再領域化的理解，是以描繪主體情

慾如何自傳統社會關係的領域化壓抑中解放而出，經由新興資本主義

的去領域化而獲得展露空間，卻隨即又被再領域化，編入一套嶄新的

社會關係與商品邏輯之中（Deleuze & Guattari, 1987）。然而，這組對

偶性的概念，被援引作為人類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的解釋取徑。換句話

說，在去∕再領域化發生之前，領域化為人類行動之下的產物，而當

人類日常行為受到了限制，或是某地方在空間中的層級發生改變（通

常是下降），將被映證為一種去領域化的效果，而發動限制往往與權力

有關，使既有的領域遭到抹除、邊界也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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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弘（2020）深究道路與歷史建物之間產生的爭議，值得作為

討論城鎮發展變遷的有利思考基礎。在他的研究中，「基礎設施政治」

（infrastructural politics）作為釐清歷史保存與都市再發展的透鏡，指

出強調原址與本真性在行動中的限制。此外，「都市乃是『多重基礎設

施化的拼裝體』」（assemblage of multiple infrastructuring）（王志弘，

2020：104），成為王志弘（2020）重構其對都市認識論的基石。基礎

設施這個相對穩定的物質，仰賴特定規則與實作將其安於一處；而拼

裝概念又不如關係性思考採取的平坦視野，即使萬事萬物均內蘊異質

元素，但總是在一套特定的邏輯、規則或結構之下，完成並呈現出拼

裝體樣貌。筆者認為，混融論述與意識形態的發展主義，即是引領空

間（也可說是都市或城鎮）邁向特定拼裝體的重要條件。縱使最後空

間可能有違初始的發展構想，但我們仍可經由一些關鍵物質或事件來

掌握其演變軌跡。發展是人們對未來某時空的想像，也是人們介入空

間的有利憑據。空間因此持續地在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去領域

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Deleuze & 

Guattari, 1987; DeLanda, 2006）等三種狀態之間來回遊蕩。 

發展的權力部署，正是領域化得以展現的核心。以太平山林業

開發為例，羅東並非天然資源的產地，而是透過鐵道、營林所等基

礎設施，將山林資源導入其空間邏輯之中，促成基礎設施領域化

（infrastructural territory）（Bridge & Bradshaw, 2017; Lesutis, 2021; 

Hommes et al., 2022）。這場榨取自然的空間工程，不僅使羅東成為檜

木的轉運與加工中心，也徹底重構了其地景樣貌與社會結構。 

如今羅東的「繁榮」乃是奠基於對自然與鄰近空間的吸納與整編，

仰賴器具（技術物）、法令（文本）與搜求（行動）來踐行網羅之效果，

也從側面透露出城鎮邊界並非穩定不變的線條，而是捲入特定時空、

經歷特定實作的產物。無論是官方主導的都市計畫擬定，還是居民日

常生活實踐，都會鬆動看似穩固不變的疆域。所以，治理尺度的變動



網羅型城鎮及其不滿 
－羅東鎮空間發展史的回顧與批判 

 
17 

並非單純擺脫舊有邊界，而是展現出一種將治理重新嵌入跨域網絡之

中的「再領域化」過程（黃書緯，2022：65）。這提醒我們，所謂的去

領域化，往往不是解構空間秩序的終點，反而可能是重新調整與鞏固

空間邊界與意義的契機。 

然而，發展從來不是沒有代價的。「網羅型」的特徵，是地方政治

群體為爭取發展資源與選舉資本所進行的治理實驗，也同時凸顯羅東

在行政疆界既定的情況下，對於「發展空間」的無止盡想像與外溢需

求。這些發展政策的推進者，往往屬於筆者所稱之「地方政治群體」

─他們擁有制度內的規劃主導權，能將個人或集體的發展企圖轉譯

為公共政策語言。由此可見，空間的發展不是一場平等的博弈，而是

權力資源分配的結果。發展的共識往往建構在排除異議與簡化空間可

能性的基礎之上，並將「進步」與「現代化」的想像內化為唯一合理的

未來方向。羅東作為「城鎮」，其存在形態本身就是城鄉交錯的混融結

果。筆者先是指出「城鎮研究」之所以重要，因它提供了一種中介性

的視角，能夠穿透宏觀的都市發展論述，亦能捕捉微觀的生活日常與

治理實作。「網羅型」這一詞彙，不僅具地方歷史語義，也成為解釋其

空間滲透、資源整併與領域化動員的關鍵象徵。 

接下來，筆者將開始爬梳羅東鎮的發展史，時間切面選擇較有計

畫性的日治時期，剖析殖民者如何透過各種自然資源的攫取，促成特

定地方的崛起；以及，本土鄉紳又在轉化自然資源的過程中起到哪些

關鍵作用？另外，掌握治理權力的殖民者，在頒布與執行空間法令的

過程中，與地方社群萌生哪些互動情境，在風土慣習與典章制度之間

如何協商？均有助於我們深度理解羅東這座最小城鎮的誕生。甚至，

筆者認為有了前述的基礎，也有利於凸顯所謂的「不滿」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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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羅型城鎮的誕生：

日治時期的資源生產與空間規劃

人類的文明與發展離不開自然資源的供給。放到由社會構成的都

市或城鎮來說，即是一場動態的社會－環境過程（socio-environmental 

process）（Harvey, 1996: 86; Heynen et al., 2006: 2）。這些論述都指向

一個明確的主張，那便是我們不能再將自然視作純粹的背景，而是

該加以細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共生關係。美國環境史學家

William Cronon (1992) 的經典著作─《自然的大都會：芝加哥與大西

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試圖結合人類

開發自然以及對商品流通的經濟分析，探討美國芝加哥這座城市的崛

起過程。Cronon (1992) 關切當前美國各區域之間相互分離，它們是否

曾經突破邊界、彼此相互依賴？又是如何在不阻礙各自發展下創造成

長？以芝加哥這座城市來說，其發展很大程度仰賴其周圍腹地，這也是

為何他在一開始就強調「自然環境」如此重要的原因。Cronon (1992)

認為，城市與鄉村的孤立是一種幻覺（illusion）。究其根本，乃是人類

文明為二者相遇並發生緊密交織之後的結果，城鄉宛若連續體，誰有

無法拋棄任何一方而單獨存活（Cronon, 1992: 18）。 

筆者從 Cronon (1992) 的研究中獲得不小的啟發，尤其是連結羅東

鎮的崛起，是透過來自四面八方的資源持續餵養，來造就今日繁盛的

城鎮場景，這點理應無人否認。不過，也許是受限於 Cronon (1992)

的領域專長、撰寫方向和經驗素材，他並未提及在某城鎮的崛起過程

中，制度化的規劃典範扮演怎樣的角色又造成怎樣的影響。對此，筆

者也將於以陳志梧（1988）的研究為參考對象，闡述羅東鎮是如何在

日本殖民時期進入系統性的計劃體系。根據陳志梧對檔案文獻的查

考，羅東在清帝國將宜蘭納入版圖之初並未積極治理，只是象徵性地

設立幾個官衙，但這個看似消極的作為，卻無意間起到了支持羅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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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方交易場所的功能（陳志梧，1988：87）。 

簡言之，筆者認為，人們為了持續生存，便開始挪用周遭環境的

自然資源，透過勞動將它們加以轉化，不僅供自己所有，也能轉化為

積累經濟資本的條件。另外，如此往復循環的人與自然關係，實則乃

是一種生活支持網絡的組織過程（王志弘等，2013），而這又時常被來

自上層權力集團利用制度進行領域的重新編排。 

(一) 榨取自然：太平山森林資源之利用

儘管羅東街在日治時期的產業型態十分多樣，第一級產、第二級

產業和第三級產業均有其發展痕跡（林清池〔譯〕，1936：114-169；馬

場弘，1938）。但嚴格來說，羅東的崛起並非城鎮內部有豐沛且具高度

市場價值的自然資源，而是做為一個資源運送的網絡中樞，匯集來自

遠方山野地的自然資源，進行加工處理之後流入市場。雖然，陳志梧

（1988：87-88）認為，羅東街作為自然資源榨取之控制據點，可上溯

至日殖政府於 1899 年在此設立樟腦局。但筆者認為，這時羅東的發展

應該仍屬於萌芽階段，而真正並涉及城鎮空間的去領域化，可能要往

後連結至木材產業之崛起，才能更肯確的描繪小鎮的發展輪廓。為此，

筆者接下來欲透過木材產業開展後續論述。9 這並不表示其他物產不

重要，而是相較起木材產業的影響力來說較不顯著。 

木材產業的發展可追溯至清領時期統治階層的介入，針對特定產

業進行規劃與安排（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2002：

264）。但是，誠如洪廣冀（2019：9）指出的，清廷開山撫番行動的成

效十分有限，難以掌控位處蘭陽溪上游的太平山地區。從嚴而論，兩

種產業正式捲入資本主義的循環，是以日本殖民時期起算，也就是將

                                                                                                     
9
 羅東鎮另外兩個重要的產業是加工樟腦和菸草，二者均有其深厚的歷史發展軌跡

（陳志梧，1988：87-88；黃瑞珠，2017a、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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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進行詳細的編整和調查，形構一套專門治理森林的治理體系

（洪廣冀，2019：9；黃紹恆〔譯〕，2022）。 

太平山作為日治時期的三大林場之一，日本殖民政府於 1915 年決

定開墾太平山的森林資源（林清池，1996：5；石計生，2000：37；台

灣日日新報，1916），亦開始尋覓合適的儲藏與轉運空間。地方耆老周

木全老先生回憶，1920 年無線電與營林所乃是宜蘭廳欲興建之兩大工

程。就營林所來說，起初日殖政府欲選擇在員山為基地，但在時任羅

東街長陳純精的積極爭取下，10 為日後城鎮的發展盛況埋下重大伏筆

（石計生，2000：37-38；吳永華，2024：15）。11
 

他（陳純精）說為了地方的發展，羅東要爭取營林所（即林

場），就召開保甲會議，要地方保正來參加。當時陳純精先生

有先見之明，而且對日本政府說，你們需要的土地，由羅東

街提供。大家都贊成陳純精先生的意見。之後，營林所設立，

日本人先來，淡水幫及嘉義幫又來，才造成羅東後來的繁榮

（簡年松，1993：74）。 

此舉「是羅東由農業經濟轉變為工商型態的主要關鍵，在羅東經

濟變遷的歷程上，佔據及重要的份量」（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

研究所，2002：264）。周木全先生甚至表示，將陳純精先生稱為「羅

東開街之父」、「羅東之父」也不為過。12 另一位地方耆老，陳純精先

生之女陳愛珠女士回憶，在羅東街內部尚未開會之前，總督府便曾召

集宜蘭各地方鄉紳討論太平山的木材運輸，要由北面（靠近宜蘭）還

是南面（靠近羅東）送出。陳愛珠女士說： 

                                                                                                     
10

 有關陳純精先生的生平，可參見張文義（1997）。 
11

 當時與羅東街成競爭關係的宜蘭街，「以茲事體大，必須與當地之街民協會商議而

猶豫」（石計生，2000：40）。 
12

 今有陳純精先生的銅像立於羅東鎮中山公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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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在，此為筆者所加）未曾和羅東仕紳商量之前，即

說羅東要。有人說，從土場到羅東的鐵路經費需要五萬元（當

時五萬元很大），13 地方要負擔，萬一議會不通過怎麼辦，先

父說：不通過我自己付。（簡年松，1993：74） 

不過，最後這「五萬元」也並非由陳純精支付，而是透過地方稅

特別稅的方式籌措，搭配鄉民自願捐地協助興建森林鐵道，初步形塑

羅東鎮以林業為基礎的發展圖像（石計生，2000：40）。 

我們能從陳女士的回憶中理解兩件事情。首先，陳純精街長當時

在羅東街的號召力不容小覷。這不僅受惠於其街長之地方官身分，另

一方面也與其長年的公職生涯密切相關。早年曾被任派為宜蘭地方法

院通譯的陳純精，在 1920 年出任羅東街長（張文義，1997：51-2），

也正是該年他積極爭取營林所必須建置於羅東。然而，陳純精先生如

此積極爭取的背後究竟除了發展羅東之外，還存在哪些考量，這點我

們無從得知。但若依客觀條件思考，由伐木形成的木材產業鏈，包含

森林鐵路（基礎設施）之鋪設、營林所之建立，以及周圍區域可能因

木材產業而萌生更多商業活動，例如對木材進行再加工的商行，或者

提供工人或商人休閒娛樂的餐廳、酒家和旅店，無疑是翻轉了羅東的

發展軸心。 

「1924 年，營林所的出張所位置從溪北的宜蘭外員山，移轉到溪

南的羅東街北邊後，形成一個太平山檜木集散地的新聚落」（吳永華，

2024：16）。爾後，伴隨著 1935 年森林鐵路完成全線通車，羅東隨即

「成為當時臺灣最繁榮的城鎮之一，鐵路沿線的六個木材集材廠、製

材廠、紙廠、營林所就業機會驚人」（石計生，2000：40）。另一種「繁

榮」現象是，許多原本在嘉義阿里山的從業者，紛紛在阿里山林業逐

                                                                                                     
13

 在當時，一名教師的月薪為日幣 28 圓，維持普通家庭一個月的生計則為 15 圓（石

計生，2000：40）。 



 
國家發展研究 第二十五卷第二期 

 
22 

漸趨弱之際，部分選擇轉往羅東繼續經營木材事業，這些人被羅東當

地人稱為「嘉義仔」（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2002：

264-5；石計生，2000：41）。 

綜上所述，日殖政府的需求、地方關鍵人物的介入，以及基礎設

施的配置與部署，共同促成彼時、乃至今日羅東的發展輪廓。物盡其

用，貨暢其流，在某程度上來說，陳純精有其個人對於城鎮發展的遠

見，他洞察木材串接的產業鏈，不止於自然資源本身，而是更廣泛的

滲透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使得羅東鎮原本的發展領域，被自然資源

藉由基礎設施和物質特性鬆動了固有邊界，並就此進行去領域化工

作，讓發展本身納入多重可能並邁向空間的再領域化。回顧歷史，略

顯浮誇的說，陳純精先生憑藉幾乎一己之力重新定位羅東於宜蘭縣、

全臺灣、甚至是日本殖民母國的關鍵位置。 

然而，木材產業的繁榮也非一路順暢。自然被轉化為資源並落入

資本主義的循環，終將浮現危機與堵塞之時刻。我們可以從 1931 年

《台灣日日新報》窺見上述困境： 

羅東街曾因木材滯銷而一度淪為「死城」，但自從內閣變動以

來，景氣突然好轉，似乎因太平山檜木材的熱銷而重獲新生。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因為最近從羅東車站發往日本內地的木

材，每天高達三百車廂。羅東營林所貯木池中約有十四、五

萬石的存量，加上池邊陸上的三、四萬石，合計約二十萬石

的檜木滯貨，終於開始流通。這種影響已明顯表現在羅東街

的景氣上，使其在年底呈現出不合時宜的熱鬧景象。特別是

幾家料亭（餐館），每晚都高朋滿座，門庭若市，完全感受不

到不景氣的氛圍。甚至連宜蘭街的商人也絡繹不絕地湧入羅

東街（台灣日日新報，1931）。（原文為日本，由筆者翻譯） 

這種「起死回生」的經濟現象，姑且先不論這是否與那時的日本

內閣改組有關，可以肯定的是，羅東的繁榮取決於木材資源能否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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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上暢行無阻。甚至，不誇張地說，沒有木材這項自然資源就不會有

現在的羅東。一個不產或產量極少木材的城鎮，其經濟發展卻是與木

材緊密結合，儘管我們能納入資源化細節，作為回應為何木材對羅東

如此重要的論述。但是，過度仰賴某種特定的自然資源來推進地方社

會的經濟，便容易產生如上述檔案呈現的那樣，有木材則生，無木材

則死。 

值得注意的是，從樹木變成木材不僅涉及人類透過勞動將其資源

化，反映在空間上，則是一場動態的領域化過程。進一步說，原本生

長在太平山的木材，被人們認定有特定的價值，便於山林劃出一塊墾

伐的空間，而這個空間的生產受到遠在山下的羅東街，木材商為了積

累資本，需要有源源不絕的木材挹注他的生產循環，也因為前述林業

資源的生產與再生產，鬆動了羅東街的既有行政疆界。林業鐵路是直

接可見、突破邊界的物質，它協助人們將大量的木材由山上運往城鎮，

也讓羅東的資本疆界延展至太平山，虛化了由官方制定的街庄邊界，

促成羅東街空間的再領域化。 

時至 1937 年，羅東被日殖政府賦予「世界檜材產地」之美名，顯

示其作為宜蘭地區新興工業中心的發展特徵。在此之後，從人口數據

來看，羅東街人口約兩萬，且人口增長率位居全島第三（台灣日日新

報，1939a），此驚人的增長率不僅印證其作為「新興之街」的活力，

更預示著其向「大工業都市」邁進的潛力。與前期不同的是，此時的

羅東街的經濟產業發展已呈現多元且完善的狀態，不只有林業帶動的

木材產業鏈，也有建築了穀倉、碾米廠（台灣日日新報，1939b）、發

電站、市場、金融機構等都市基礎設施（台灣日日新報，1939c）。「車

站出發便可見軒昂的建築物、縱橫交錯的大馬路、川流不息的汽車、

高聳的煙囪以及數十座大小工廠」，這句對羅東街的地景描繪，不僅是

當時繁榮的寫照，更體現了其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進程（台灣日日新報，

1937）。綜上所言，羅東街的發展奠基於「無盡藏的資源」（台灣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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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1938a），更得益於日殖政府的開發政策以及在地工商業者的積

極參與。種種績效表明，當時社會對羅東街的未來發展寄予厚望，預

期其將持續擴張，成為蘭陽地區的經濟重鎮。 

儘管羅東在日殖政府眼裡是如此「耀眼」，但我們不得不以批判性

視角看待木材產業與羅東的關係。換句話說，扣合筆者挑明的，羅東

乃是「網羅型」的城鎮，而這段時期背後的主要推手，自然是把臺灣

視為殖民地的日本帝國。毫無疑問，殖民政府希望在殖民地榨取各式

資源，即使提出一些看似有利發展的建設指南，但其核心基本上都還

是指向帝國的資本積累，是對臺灣自然環境的剝削與掠奪。甚至，從

日殖政府告訴陳純精先生，若想將營林所設於羅東，所有基礎設施的

營造費用均需他自行處理，即可看出宣揚「發展」乃是馴服殖民地的

手段。當越來越多人沒有辦法脫離資本主義的束縛，持續發展成為營

造地方的唯一方法。於此同時，城鎮邊界的去領域化便會隨之而起，

透過對自然資源的榨取重新將城鎮空間再領域化。此外，墾伐山林的

負作用在不久之後成為引致宜蘭地區水災的導火索。肇始於臺灣省林

務局未建立縝密的林業發展計畫，致使伐木過度並造成不可逆的水土

破壞，也因此讓宜蘭縣早年飽受水患之苦（蘇美如，2021：146）。 

不過，凡事均為一體兩面，在眾多歷史的偶然之下，羅東鎮開始

倚靠木材產業培植在地經濟網絡，逐漸在與周邊地區相互競爭發展的

道路上彎道超車。隨著二戰結束，營林所改隸屬於中華民國行政院農

委會林務局，並先後更名為太平山林場（1946-1960）、蘭陽林區管理

處（1960-1982）以及羅東林區管理處（1989- 現在），最終於 1982 年 6

月停止伐林，也為羅東的木材產業畫上休止符。值得一提的是，羅東

林區管理處在政府的文化治理脈絡下，於 2003 年「轉生」成為兼具文

化、休閒與紀念性的觀光園區，並於 2012 年被宜蘭縣文化局指定為羅

東林場文化景觀區（吳永華，2024：16）。至於私人加工廠則伴隨社會

結構與城鎮變遷，逐漸淹沒於發展的洪流之中（陳財發等，2021；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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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珠，2015）。 

(二) 空間法規的領域化效果

為了把羅東，以及平原中的市街，有效納入殖民控制體系的

統一性中，並即時抽取平原的剩餘生產。於是就在 1904 那

年……那條貫穿平源主要是接的輕便車軌，由平原北端馳曳

而來，斷然的把羅東與其他對廣大鄉村地區的控制點統一在

台車隆隆的急駛聲中。（陳志梧，1988：88） 

日殖政府運用基礎設施的部署作為領域化特定空間的策略。誠如

陳志梧（1988）描述的那樣，羅東是在日本帝國殖民體系中的一個節

點，如何有效率的生產、處理、分配、運送資源，是內蘊統治者心中

且意圖牢不可破的核心意圖。不過，建造基礎設施只不過是規訓城鎮

的前奏，最直接且富於衝擊的行動則是具制度性與規範性的「市區改

正」。1908 年，日殖政府開始在宜蘭廳施行市區改正計畫，選擇當時

已集結成市的地區，進行一連串基礎設施工程，例如拉直與拓寬既有

街巷、闢建新道路，以及建構排水系統，試圖將市街改裝成可以順利

進行殖民工作的空間（陳志梧，1988：86-87）。 

見微知著，我們可以從殖民政府決定於羅東街「開拓自動車（即

汽車）路」一事，了解到羅東於當時的發展盛況。甚至，日殖政府還

指出，羅東街是未來蘭陽三郡的中心街，其發展之急速，令人驚豔（台

灣日日新報，1924）。鋪設汽車能行駛之道路，意味著空間內的人口呈

現大量且頻繁的流動，並且這種流動還是具階級性的擁車群體，足以

證明羅東早已存在的密集經濟網絡。之後，更擴大辦理重新規劃羅東

街的相關事宜。除了在市街發展、防止交通事故，以及環境美化等層

面重新評估道路課題，具體作為即是要求廢除市區內的軌道設施和移

植行道樹（台灣日日新報，1932）。筆者認為，這些舉措是為了後續羅

東街實施市區改正計畫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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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34 年，市區改正計畫對羅東街空間的管制正式生效（圖

1）。14 此計畫將羅東既有的、任由地方社會構築的 T 形聚落，轉化為

井然有序的網格狀街廓，是羅東日後空間發展的基石，同時也是難以

任意向外擴張的枷鎖（陳志梧，1988：90-92、185）。不過，我們能從

一些地方的微衝突，窺見地方社會長久養成的生活慣習，與官方的理

性制度發生之斷裂現象。舉例來說，羅東街役場一方面依據《臺灣家

屋建築規則》規範居民的家屋形式，也會派遣專業人員協助指導居民

該如何建築（台灣日日新報，1935a）；另一方面加強取締羅東街內的

養豬戶，凡是未有郡守許可者，都屬違法飼養（台灣日日新報，1936a），

亦禁止在市區內宰殺豬隻。因興建符合規範的豬舍需要龐大的經費，

故飼養戶只能將豬隻遷至他處。有趣的是，因應漢人中元節對豬隻的

需求，經過一眾地方鄉紳的陳情下，豬隻能在農曆七月「回歸」城鎮

（台灣日日新報，1936b）。此規定大幅提升城鎮環境的衛生與整潔（台

灣日日新報，1936c）。 

不過，建造基礎設施的過程中不總是順利。例如在 1930 年，殖民

政府計畫於舊郡役所位置新建市場，遭到地方「一級街民」反對，15 理

由有二：首先，市場一旦設立，由市場散發出的異味會使生活品質惡

化；第二，基地周邊有官舍和小學，亦曾爆發多次傷寒疫情。除了上

述兩點之外，街民認為這塊地與其興建市場，不如發展成商店中心（台

灣日日新報，1930）。由此可知，那時的街民已開始重視生活環境的舒 

                                                                                                     
14

 此論述可能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釐清。因根據陳志梧（1988）的研究，羅東的「市

區改正」從 1915 年便開始實施。但依筆者查閱日治時期的檔案文獻，僅發現 1934

年 5 月 30 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記載有關羅東街由臺北州正式認定實施「市區

計畫」。同時，立基於曾憲嫻（2011：6）說的：「在 1937 年 4 月 1 日實施臺灣都

市計畫令之前，官方的公文書……以市區改正計畫或市區計畫稱之」，市區計畫與

市區改正乃同一件事，就此判斷羅東鎮應該是遲於 1934 年相關空間法規才正式生

效。 
15

 係指當地有影響力的居民或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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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34年羅東街市區計劃圖 

資料來源：臺北州（1934：151） 

適問題，但也凸顯了公共建設漸漸被部分上層街民塗抹特定的意識形

態。換言之，傳統市場被冠上髒亂、無序、易致病疫等負面意義，存

在破壞城鎮持續發展的風險。另外，《建築規則》也引發居民反彈。原

因在於，新規則要求居民興建店屋必須留設兩間寬（約 3.6 公尺）的

「亭仔腳」（騎樓），若無則不允許建築。這項規定按照既有研究，是

日殖政府承襲臺灣舊慣而訂定，且「這條規定不是針對建築本身，而

是為了遮蔽太陽照射的步道設置，但對建築的形態有實質的形塑效益」

（黃蘭翔，2015：30）。同時，「為了鼓勵或補償店屋地主設置亭仔腳

作為公眾步道使用，於臺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定中亦有規定店屋建築

附屬的亭仔腳或是步道的土地面積不算入建築物的建蔽率計算」（黃蘭

翔，2015：31）。但是，放在羅東街的個案經驗，歸結於原本市街的亭

仔腳寬度並無統一尺寸，導致未來建造店鋪時，與周邊鄰居的建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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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平衡，並嚴重破壞街道的美觀。對此，地方人士提議修改這項規定，

也就是亭仔腳應依臨路寬度而有差別（台灣日日新報，1935b）。16 上

述是治理過程中的插曲，無礙整體計畫持續執行。市區改正可謂是殖

民政府對空間最直接的控制方式，是最顯而易見的領域化效果。 

從對榨取自然到頒布空間法規，均為日殖政府為了合理、有效、

迅速的控制一切可供帝國運轉的資源，所建立的一系列規劃活動。我

們當然可以說，這些行為無疑是任意的剝削、勞役、使喚生長於殖民

地的人民與資源，但我們也不能忽略某些協助殖民者殖民「順暢」的

外部因素，以及看似「小打小鬧」的抵抗。總之，羅東這座城鎮的價

值因為自然資源而水漲船高，即使木材產業的景氣時好時壞，但羅東

依舊是宜蘭溪南地區首要的空間核心。產業與經濟推動羅東鎮向外連

結其他空間，透過特定的基礎設施實現空間的去領域化及再領域化；

制度則是向內重新編整由傳統聚落構成的空間紋理，改由兼具規訓與

再生產意義的市區計畫，重新定義羅東城鎮地景的功能與樣貌。 

肆、不滿何來？城鎮發展的多重領域化效果

從前段分析可知，羅東之所以有機會崛起，成為與宜蘭市併列的

重要城鎮，某部分和優越的地理位置有關，但更具影響力的或許是匯

集各種自然，並透過社會勞動將它們紛紛轉化成流通於市場的資源，

此乃人與自然互動之辯證過程，社會與自然彼此在特定的狀況下改變

的對方。然而，縱使羅東擁有比其他鄉鎮更多的資本挹注，但始終難

以轉化為更實質的空間再造。最大的限制顯而易見的就是在官方劃定

                                                                                                     
16

 當時提議是，道寬八間（約 14.4 公尺）以上者，亭仔腳為十二尺（約 3.6 公尺）；

道寬五間（約 9 公尺）以上者，亭仔腳為九尺（約 2.7 公尺）；道寬三間（約 5.4

公尺）以下者，則豁免亭仔腳的設置。不過，此規定乃全台之規定，不可能只為

了羅東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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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疆域，除非有辦法做到修改相關條文，否則幾乎無法達成在當

前制度上再領域化的可能性。此外，考量到現實層面，如今鄰近的鄉

鎮也不太可能為羅東鎮的發展編織嫁衣，少掉稅收與可利用之土地，

均為鄰近鄉鎮之治理者不樂見的。筆者以為，待羅東鎮開始有較具規

模和系統性的發展模式時，某種對現有城鎮空間的「不滿」心態也油

然而生。 

接下來，筆者會先從日治時期的街庄合併運動談起，追溯羅東鎮

空間「不滿」的源頭，並詳述地方組織為何及如何進行相關行動；再

來，各種針對城鄉發展的規劃提案，為羅東鎮埋下不少發展願景，也

讓鎮內諸多早年農工生產空間被重新檢視，在不同的政策論述下賦予

特定的意義與形式；最後，筆者特別點出鎮內幾個公共設施，它們會

在施政環節以及選舉過程中，轉化為候選人的未來願景，或者成為民

意代表或競爭對手抨擊的焦點。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三場跨時空的

空間事件各自有其獨特的生成背景，差異不可謂不巨大。但是，筆者

認為它們浮現出一種「共通性」（commonality），即地方（政治）群體

對於羅東未來的想像與期待，也可以說是對彼時實質空間的不滿。至

於「共通性」為何能延續至今，乃是源於從日治時期就未曾更動的官

方行政疆界，沒有多餘的空間，就沒有辦法從事可見的、帶有物質性

的發展。 

順帶一提，就筆者的觀點，缺乏實質空間進行大刀闊斧的治理，

會令多數地方政治群體感到惶恐。這裡隱含著傳統地方社會如何理解

「政治」，也就是政治需要有物質再現，才有辦法作為政績說服選民，

才算是有在做事。所以，我們若更深層的追求「網羅型」發展的邏輯，

或許是來自資本主義創造的空缺，以及為了填補那些空缺而生的慾望。 

一、街庄合併運動

羅東鎮真正開始發展始於日治時期，在 19 世紀末逐漸擴張，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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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首次提出都市計畫，受惠於太平山林業帶來的經濟繁榮；此

後，羅東的都市計畫歷經多次修訂與擴大，以因應人口增長及社會變

遷的需求（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2002：272-3）。 

當時的羅東分成「郡」和「街」兩個層級，前者涵蓋冬山庄、五結

庄和三星庄；後者則是單指今日羅東鎮本身。1934 年 5 月 4 日，管轄

羅東街的上級單位臺北州，宣布於十日後正式實施市區計畫，後續若

民眾要興建各種建築，必須向羅東郡役所或街役場申請，並詳閱空間

計畫之圖面，若有違反規定者則以罰金懲處（台灣日日新報，1934a）。

計劃法規的頒布與實施，嘗試將雜亂無序的城鎮環境加以歸納收整。

對殖民者來說，井然有序的空間引導有效率的經濟生產，同時提升民

眾的生活品質以及改善衛生條件。無論如何，上述種種不僅根植於特

定的律法規章，也連結至殖民者對空間內的基礎設施配置與部署，甚

或直達某種持續發展的意識形態。於那時刻起，羅東街的空間正是制

度化，亦為具系統性與結構性的領域化階段。然而，羅東街的市區計

畫甫實施半年左右，由制度勾勒出的領域化效果隨即鬆動。 

1934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1 點，在羅東街役所（即現在的鎮公所）

召開「羅東街區域臨時協商會議」，由時任羅東街長陳純精先生（張文

義，1997）主持，與會者包括一些基層官僚及上層長官（郡長），討論

羅東街與五結庄的合併事宜，最後在無任何異議下通過。發起合併的

最主要原因是為了解決工業廠房選址問題。進一步說，彼時坐落於五

結庄二結地區的「臺灣紙業會社」，欲助其姊妹公司「臺灣興業會社」

設廠，為此打算收購面積約一甲（約一公頃）的工廠用地。然而，在

與地主協商時，雙方未能就價格達成協議，導致了非常大的分歧。於

是，地方鄉紳和官僚決定介入，將由羅東街（承擔三分之一）和五結

庄（承擔三分之二）這兩個地方，買下或租下這塊地，並計劃在未來

兩、三年內無償轉賣給臺灣興業會社。這意味著，這兩個地方行政單

位將會共同承擔購買或租賃土地的費用，然後再免費將土地轉讓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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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支持其設立。其中，把未來三年的借地費（租金）以及其他

所有無償費用加總起來，羅東街預計將承擔大約兩千圓的費用。臨時

協商會議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順勢討論羅東與五結的「街庄合併」

計畫，讓羅東未來能夠升格為「市」，形成一個更大的行政區域─「大

羅東街」（台灣日日新報，1934b）。 

從「購地設廠」一事可以分成兩個層次討論。首先，日治時期推

動的工業發展，在產量方面仰賴私人企業提供，但在土地資源方面卻

還是得委由官方出面斡旋。此情境反映出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

投資與在地利益之間的複雜動態關係。尤其當市場機制無法有效協調

時，地方政治實體（如羅東街與五結庄）的集體行動成為解決此類困

境的關鍵。羅東與五結兩街庄以共同出資或備租的方式，承諾於兩三

年內無償轉讓土地予臺灣興業會社，此舉不僅展現了地方對於產業發

展的積極支持，亦可視為一種在地資本的動員，旨在降低新興企業的

初期成本，以期促進地方經濟的活絡。接著，「購地設廠」催生並揭示

了當時「街庄合併願景」。具體來說，這樣的觀點不只強調羅東與五結

的地緣緊密性，也明確指出合併是羅東升格為市的必要前提。筆者認

為，這種自下而上（由地方街庄發起）的行政區劃調整倡議，反映了

當時地方菁英對於城市規模擴張與行政效能提升的追求，旨在透過資

源整合與區域協同，為未來的都市發展奠定基礎。綜上，「購地設廠」

雖然看上去與「街庄合併」之願景相互獨立，但兩者均指向唯一核心

命題：透過地方力量的整合與協作，以應對發展挑戰並實現區域性的

長期目標。 

然而，「街庄合併」一事進行的並不順利。在協商會議結束後，羅

東街役所便積極展開調查，製作書圖，以及附上歎願書（即請願書），

上呈至總督府。至於街庄合併之理由，除了述明羅東街在人口約 17,400

人，面積卻是當前全島四十個街最小之外，也提到近郊既有的製糖和

造紙工廠，以及即將新設的臺灣興業會社，透過人口、面積和產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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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展望羅東未來的發展。但是，中央（總督府）方面看完所有申請資

料後「似有難色」，顯示通過合併的機會渺茫。而且，早在 1927 年就

有提出但以「時機尚早」予以駁回。有了先後兩次失敗的合併經驗，

讓羅東街民有所不滿，欲採取更加強硬的請願運動（台灣日日新報，

1935c）。時至 1936 年，趁著臺北州知事巡視羅東郡，「街庄合併」又

被再度提及，地方官僚與鄉紳希望知事有辦法協助解決此事。這次的

請願內容訴諸社會現況與人民福祉。具體來說，羅東與五結的緊密關

係先是透過林業連結，指出因大正時期在羅東街竹林地區設立營林所

的出張所，搭配附近其他工廠規模不斷擴大，致使此區人口的社會增

加率激增，民眾對民生基礎設施的需求亦隨之攀升，兩地的「利害關

係一致，難得分離」（台灣日日新報，1936d）。 

同年下旬，「街庄合併」問題再次浮上檯面。基本合併邏輯大同小

異，但與前幾次不同的是，此次論述導入與計畫體制之間的斷裂，內

容闡述五結庄未如羅東街實行市區計畫，造成「家屋及店鋪亂築」（台

灣日日新報，1936e），道路網絡難以串接，若未盡早進行「街庄合併」，

恐會該地方之未來發展造成重大阻礙；另外，推動「街庄合併」的在

地臉譜比過往更為明顯。羅東商工會（由日本人組成）及羅東實業協

會（由臺灣本地實業家組成）這兩個團體主導此次行動（台灣日日新

報，1939d）。他們將「街庄合併」的快速實現視為同地方工業地帶建

設的前提，並將其列為緊急事項，立志成為推動合併的先鋒，推選執

行委員，全力以赴（台灣日日新報，1936f）。從領域化到去領域化再

至再領域化，在主張「街庄合併」的群眾眼裡是「自然而然」的現象，

政府只需「順勢而為」即可邁向一個新的「大工業都市」（台灣日日新

報，1938b、1939e）。 

綜觀前述，街庄合併運動看似萬眾一心，翹首盼望早日實現「大

羅東街夢」。另外，在一些地方會議中，也能窺見殖民政府積極尋求發

展羅東街的機會，以建設大羅東市為目標，進一步推動空間發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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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日日新報，1940）。然而，在 1940 年會便再無任何消息。對此，筆

者判斷應是隔年 1941 爆發太平洋戰爭，日本殖民政府從對內政策治理

轉向對外軍事行動，針對「街庄合併運動」之倡議也就此懸置。後續

也隨著日本戰敗投降撤出臺灣，成為再也無法實現的發展願景。總言

之，這場發生於日治時期的「街庄合併運動」，影響範圍擴及政治、社

會與經濟等重要層面。地方政治要角在此過程中與商人站在同一陣

線，試圖在既有行政規範的領域化狀況下，以社會現實中的各種因素

嘗試去領域化，透過「發展」作為重製羅東街版圖的媒介，推動城鎮

疆界的再領域化。 

有趣的是，日後只要論及羅東的發展方向，面積狹小問題又會再

度被地方政治群體拿來大做文章。距今將近百年的空間擴張構想，無

論哪個時代和哪一種政治群體，這樣的傳統可謂是一脈相承，不會放

棄任何再領域化的可能。1949 年後，中華民國政府成為統治臺灣的主

要政權。經歷不同歷史階段的國內外困境，反應至千差萬別的城鄉發

展議題，相應的法規制度雖有諸多未竟之處，但勉強穩住當時臺灣社

會的基本運作（張景森，1988；邱君萍、蕭全政，2015），也在某種程

度上正當化了國民黨的統治。那麼，羅東鎮的發展是如何鑲嵌在這樣

的城鄉規劃邏輯之中？又創造出怎樣的空間演化脈絡？關於這點，或

許我們從 1983 年 3 月修訂之《臺灣北部區域計畫》（簡稱北區計）談

起，連結 1985 年的《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簡稱縣綜發）及其 200

年的第一次修訂版本，搭配其他學術調查報告與檔案文獻，勾勒晚近

發展是以怎樣的形態呈顯於羅東的城鎮變遷之中。 

二、晚近發展計畫中的地域製造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70 年代間，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仍為初

稿階段，宜蘭曾被單獨設立一個分區，但之後又被併入北部區域計畫

之中（蘇美如，2021：25）。雖然「為何宜蘭被獨立出來單獨討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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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但我們至少從前方論述中得知一件事：宜

蘭縣相較起其他縣市來說有其空間之特殊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摻透

縣內鄉鎮市的各別發展趨勢，讓不同地方創造出有利它持續孕育社會

網絡的能力。然而，曾任宜蘭縣長的游錫堃，似乎對這種空間特殊性

給出不同的詮釋。臺灣在 1970 年代開始興起工業經濟，時任行政院長

蔣經國積極推動十大建設，一方面「迎合加工出口導向經濟的快速增

長」，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彌補大中華國族正當性的缺失」（王志弘、

黃若慈，2019：160）。按照國家大型建設的強度與影響程度，理論上

會是各縣市會是雨露均霑，但宜蘭縣卻在這波成長浪潮中化身「孤兒

棄子」，不僅未列入北部經建計畫，也不在東部開發計畫內，讓縣民以

「不東不西」的尷尬概念自嘲（蘇美如，2021：146）。 

針對宜蘭縣的具體規劃，我們亦可能從陳定南領政宜蘭縣時期說

起。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非國民黨籍者即俗稱黨外人士，陳定南即

是其中一員。他於 1981 年以「黨外」身分當選宜蘭縣長，終結執政三

十年且已露出腐化跡象的國民黨（黃煌雄，2006：161-2）。陳定南的

施政風格可謂雷厲風行，宜蘭縣開始邁向整體性的空間規劃，大致上

也是由他建立起的典範。17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他執政末期爆發的

「反六輕運動」，無疑是關乎宜蘭縣命運的關鍵時刻。除了公民社會的

集結抗爭，身為「宜蘭縣大家長」的陳定南權衡未來發展與兼顧環境

保育，決心和地方站在一起反對重工業進駐，並與時任台塑集團董事

長王永慶在電視上公開辯論，最後成功將六輕擋在雪山山脈之外（夏

鑄九、徐進鈺，1997）。當然，筆者無意將陳定南之作為擬為「神話」，

但按照筆者個人生命經驗，反六輕這件事情確實在宜蘭縣內引發不小

的風波。不意外的，就是圍繞著「宜蘭縣到底要不要發展？」論辯。

                                                                                                     
17

 有關陳定南縣長的空間發展方針及宜蘭經驗，可以參考蘇美如（2021：58-135）

的座談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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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準確地說，前者說的發展只著重在產業與經濟，而未考量石化工業

可能對環境造成的不可逆後果。但是，在一部分縣民眼裡，反六輕就

是要讓民眾「沒飯吃」的表現。諸如「留下好山好水，卻沒有好薪水」，

或者是「吸空氣就飽」的諷刺性語彙，在當時一句都沒有少，此乃筆

者自幼聽聞家中長輩描述之社會場景。 

 

圖 2 陳定南前縣長（右）與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中）的電視辯論會 

資料來源：fonzae (2018) 

承上述，宜蘭縣的空間發展也沒有因此停擺，只不過是不採取石

化工業那種形式罷了。就如陳定南前縣長在電視辯論會時，回應在場

縣民提出的「對宜蘭縣的發展願景是什麼？」所說的： 

宜蘭縣的角色在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以及臺灣北部區域

計畫，還有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裡面，都明確的賦予了一個

地方支援型工業，以及農業生產，還有觀光的角色。這個是

政府主管機關訂出來，而且區域計畫還具有法律效力，還是

縣內的很多地方人士、專家學者訂出來的。這個方向是非常

明確，而且是正確的，所以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這是宜蘭

縣民全體……大家共同做的決定。（fonza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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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彼時的羅東鎮的狀況又是如何呢？羅東鎮在宜蘭扮演著重

要的區域核心角色，其城鎮發展歷程顯示出從早期林業帶動的工業與

商業聚落，逐步發展為溪南地區的商業、醫療與娛樂中心，未來都市

計畫將透過更新市中心、重劃住宅區、優化交通系統及活化公共設施，

並改善都市景觀，以提升城鎮整體生活品質與機能（中華綜合發展研

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2002：381-4）。顯而易見的，上述乃是官方文

獻之形式化描述，指出羅東鎮一直在發展，卻不能讓我們知道，究竟

是如何發展，以及產生了哪些額外的影響。於是，筆者接下來欲透過

規劃報告作為論述補充，並格外注意報告書中的座談會紀錄，讓地方

政治群體對發展之想望圖像更為清晰。 

 

圖 3 日治初期羅東街範圍 

資料來源：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2002：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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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983 年 3 月修訂之《臺灣北部區域計畫》（簡稱北區計）

透過層級來思考空間該如何發展。其中，地方生活圈之劃設，則是選

出一個地方中心，提供生活圈內的其他鄉鎮市提供各種公共與基礎設

施服務（內政部，1983：55；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1987：

144）。宜蘭縣總共有兩劃分了兩個地方生活圈，羅東鎮為蘭陽溪南面

的地方中心，做為引導周圍鄉鎮發展的典範，並試圖降低區域內之發

展失衡問題。這是傳統的地理學論述，透過觀察人口聚集地與產業動

向，考量各項因素劃定地方生活圈，以作為區域開發之人口分布、產

業區位以及都市建設之主體，並從事重點開發之建議（宜蘭縣政府，

1985：18）。此後，地方生活圈說法逐漸盛行，不僅形成新的領域化現

象，也是去領域化羅東鎮既有的行政疆界，透過基礎設施服務網絡將

羅東鎮之空間再領域化。甚至，依據與宜蘭市存在機能差異，前者側

重於行政文教，後者側重於商業服務，為了達成全縣整體合理配置，誕

生了一個名為「雙子城」的空間發展形式（宜蘭縣政府，1985：24）。18 

至於地方生活圈要如何界定，主要是透過「通勤」與「購物」兩大常民

生活模式構成（宜蘭縣政府，1985：56）。但是，如果我們深思後會發

現，從在地社會之日常生活來看，消費、通勤、勞動與產業營運等社

會實況，極難透過純粹的某些線條或記號，作為區分不同地方生活圈

的基準（宜蘭縣政府，1985：24）。換言之，僅憑藉某特別生活模式來

判斷空間該如何發展，恐過快轉向以功能來論空間，不利我們在認識

論層次思考更深。 

到了《縣綜發》時代，羅東鎮被分為五區：中心市街地區、西環

住宅地區、河岸開放地區、鐵路以東的工業區及農業區（臺大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2001：2-7）。面對縣府與多數在地大眾對發展的嚮往，

規劃團隊展望了羅東鎮未來的發展目標：第一，維持和提升羅東做為

                                                                                                     
18

 雙子城的規劃模式，迄今為止都仍是地方政治群體的發展想像（江志雄，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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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南核心的角色，同時做為帶動其他低度利用地區再發展的引擎；第

二，盡速規劃鐵路以東區域，避免與高速公路建設發生斷裂；第三，

積極推動文化建設，向內充實民眾的日常生活，向外擴展觀光產業（臺

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1：2-10）。不過，這些看似完整且有條理的

規劃論述，對地方政治群體而言卻不怎麼具有吸引力，反而是能否有

機會「擴大羅東城鎮空間」成為他們關切的焦點。從以下筆者摘錄的

幾個地方政治人物的發言，不難看出他們心中在意的依舊是土地。 

羅東鎮這樣一個人口密度高、面積全省最小的鄉鎮，規劃後

如何延伸行政區域？如何運用行政命令？如何與鄰近鄉鎮協

調？我們最關心的議題（是否有可能擴大行政區）卻都未提

及……先前所提及擴大羅東行政區域，不能有阻力，有就停

止不做。應結合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及全體鎮民的努力，來

促進此一目標早日實現。（議員魏炎輝；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2001：2-14，2-15）19
 

行政區劃分調整案，建議因應地方需要成立評估小組並調查

附近居民之意願，需要以民意為依歸，重視人民最大的福祉

為首要。（鎮民代表許阿松；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1：

2-14）。 

羅東鎮是宜蘭商業重鎮，各級民意代表背負的相當大的責

任，如何規劃羅東的發展，切莫紙上談兵，及早落實才是鎮

民的福氣。（議員林姿妙；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1：

2-16）。 

                                                                                                     
19

 對此，當時已轉任立法委員的陳定南皆對此進行回應：「各鄉鎮行政機關及民意代

表機會決不可能讓自己的轄區劃分給其他鄉鎮（也就是五結鄉與冬山鄉的民意機

關），這也是問題困難所在，應往鄉鎮合併城市（將五結、冬山合併成市，至於名

稱，雙方再協調。條件人口要有 20 萬人）的發展方向來做努力。」（宜蘭縣政府，

20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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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地狹人稠，應加強規劃使用現有土地，像目前第一、第二

市場及開元市場位居市中心，發展空間有限，如能變更都市

計畫並遷移至郊區鄰近鄉鎮交界處，進而擴大行政區範圍。

（鎮民代表陳鴻禧；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1：2-16）。 

或許是為了不讓規劃被特定議題或地方政治群體帶偏，《縣綜發》

計畫主持人之一的林盛豐教授表示，他深切感受到地方政治群體羅東

升格成市的期待，但是基於一位專業規劃者的立場。 

我們談的不只是行政區域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公共設施配套

的計畫，如何提高生活品質商業、交通、住宅等，下一個世

紀的規劃概念，是從人的觀念出發，重視 21 世紀的人行品

質，將來不會再是房地產發展的主流。（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2001：2-17）。 

這段回應在略懂城鄉規劃的專業者眼裡，是一段中規中矩且具一

點社會關懷色彩的論述。然而，地方政治群體又會如何理解？雖然僅

憑藉文字很難判斷雙方是否有後續的言詞交鋒，但是，可以想見的是，

規劃一詞在專業者與地方政治群體都有各自的認知。專業者的思考核

心，基本上是落在如何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完善公共基礎設施，至

於是否有更多土地，或者土地能否創造價值，不是他們在意的點。相

較於專業者，地方政治群體多半是以個人利益為優先，考量自己是否

能在這次規劃過程中取得某些資源，一邊營造積極服務選民的人設，

另一邊卻是在鞏固、深化與擴張個人的政治地盤。就此而論，地方政

治群體追求的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過程，也就是尋覓解除既有城鎮邊

界，再透過各種手段重新劃定，實際上是在製造個人利益的棲位，而

非全然為了城鎮的發展著想。 

筆者藉由陳定南前縣長領頭的「反六輕」運動，揭示羅東在那時

的時空脈絡下，整體發展方向與核心目標究竟是涉及哪些層面，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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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怎樣的衝突與張力。羅東鎮的「小」成為地方政治群體提出發展願

景，以及宣洩某種特定情緒的理由。在無法突破中央對地方行政區域

管制的狀況下，地方政治群體對既有城鎮狀態的不滿也無法獲得相應

的解答。那麼，既然城鎮疆界無法改變，又該如何讓羅東持續發展？

舊空間的「大翻新」或許是門好生意。 

三、城鎮「大翻新」與再發展語彙

地方政治群體基於無處安放的發展意識形態，遂將城鎮內的一些

老舊或冗餘空間作為推動再發展的標的。肯定的是，拆除或修整早已

不敷使用的空間確實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以及讓地方社會有感的有

利策略。但我們也有必要看見在大翻新當中的再發展語彙，以及過程

中顯露的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論述競逐。筆者欲以信義變電所和羅東鎮

公所這兩個公共設施來探討它們各自在不同的情境之下面臨的再發展

困境。 

1. 信義變電所 

鄰近羅東林場的信義變電所，從外觀上看去彷彿一個堅實的堡

壘，空間內突出許多高聳的電塔，讓羅東地區的日常生活能順利進行。

然而，變電所佔地面積大，以及空間屬性乃不受人們待見鄰避設施，

宛若城鎮的毒瘤，早在 1980 年就有省議員建議政府將其遷往郊區，以

利都市發展。 

由於輸電高壓線路通過市區，造成建築房屋之阻礙，顧輸電

來自北部山區，無需經過市區，顧建議電力公司將羅東變電

所遷徙於郊區，以利該鎮都市發展。（臺灣省議會公報，

1980a） 

儘管如此，當時台電公司仍以不宜遷移進行回覆，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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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區中心用戶密集，用電量大而集中為提高供電品質維

持供電電壓之穩定變電所必須設在負載中心，目前不但臺灣

地區大都市市區內均普設變電所供應電力，其他各國亦均如

此，為顧及將來羅東鎮區發展不宜遷移。（臺灣省議會公報，

1980b） 

此後，這件變電所遷移案便消沉了一陣子。直到 1998 年，宜蘭縣

政府為因應地方需求與台電商議，希望透過先建後拆的方式，把信義

變電所移至竹林地區的公用事業用地（吳佩芳，2022：36）。地方政治

群體並非不了解羅東作為人口稠密的商業城鎮，用電需求相比鄰近地

區來說甚是龐大，只是面對羅東能被開發的空間極為有限的狀況下，

變電所這種量體龐大、作用單一和有礙市容的基礎設施，能讓它離開

羅東，就有機會再造新一波發展熱潮。這是地方政治群體內心設想的

美好結果，也對此付出相應的行動。羅東鎮公所於 2008 年邀請台電和

縣府等相關機關共商協調，評估將信義變電所遷至竹林都市計畫區的

可行性。時任鎮長林聰賢指出，隨著社會變遷與產業轉型，變電所周

圍原先被木材廠包圍，但如今卻改為商業區和住宅區，外加林業文化

園區位於其周邊，應在考量觀光和日常生活的情況下，騰出變電所位

址成為羅東新的發展空間（王燕華，2008）。 

五年（2013）後，台電允諾提出信義變電所的確切拆除時程以及

相關配套措施，宜縣府樂觀其成，亦指出遷移可促進周邊土地開發，

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廖雅欣，2013）。隔年的地方選舉，當時民進黨籍

鎮長候選人林世奇更提出「撤除變電所，打造新商圈」規劃藍圖，內容

包含拓寬變電所旁的中正北路，以及形塑「信義商業專區」（廖雅欣，

2014）。然而，在經歷多次溝通，仍於 2013 至 2014 年間決議不遷建

（吳佩芳，2022：36）。之後，儘管宜蘭縣政府於 2017 年成立拆除專

案小組，展現欲將信義變電所移除的決心，除了定時追蹤進度之外，

也提供台電在負載移撥方面的技術性協助。不過，在拆遷工作中，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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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資深專技人員，基於維護公司資產、穩定供電，以及電網佈局

等多方考量，不僅認為變電所有其原地保留並有加以改建之必要（吳

佩芳，2022：36-7）。經過資深專技人員的奔走與說服，宜蘭縣政府從

原本全部拆除，到只依照原定計畫拆除四台機具（變壓器、匯流排、

開關及控制設備），再到支持原址改建為「屋內型變電所」，替羅東保

留備援電力的資本（吳佩芳，2022：37）。 

筆者認為，這位資深專技人員擊碎了地方政治群體的土地再開發

美夢。從表面上來看，變電所原地保留確實是讓羅東失去一點空間發

展的機會，但是，倘若我們往更深層思考，在民眾日常生活均離不開

電的情況下，又將唯一鎮內一座電力基礎設施遷出，而且僅是為了使

土地使用更有效率，這不免有些短視近利、目光短淺之疑。該資深專

技人員也坦言，他願意承擔各方壓力，為的是證明這座鄰避設施仍有

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吳佩芳，2022：37）。簡言之，對地方政治群體

而言，此次以「發展」為名的去領域化宣告失敗，卻也可能因禍得福，

推動信義變電所轉型。 

2. 原址改建？搬遷？鎮公所的去∕留 

自 2020 年起，羅東鎮公所的改建計畫成為地方發展政策與政治競

逐的核心議題。原有的公所辦公廳舍建於 1983 年，使用至今逾 40 年，

結構老舊、空間侷限，已不符當代行政效能與安全需求。面對這一狀

況，時任鎮長吳秋齡提出「原地重建」方案，主張以三期工程於現址

興建多功能複合式建築，涵蓋行政、停車與公共服務空間，並結合綠

建築與地方歷史意象，打造「羅東城鎮之心」，作為地方治理與社區再

生的象徵（李寶琴、陳宣良，2020）。 

然而，改建計畫卻遭遇地方不同行動者反對。舉例來說，2022 年

的地方選舉，民進黨籍鎮長候選人黃適超一方面為了選舉造勢，另一

方面要塑造親民形象，他與選舉團隊籌劃「羅東願景工作坊」，主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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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所商圈、何去何從」為題，瞄準鎮公所改建議題，廣邀鎮民共

同討論。行前，黃適超在他的臉書說道： 

鎮公所建物老舊、佔地又廣，卻盤踞精華地段，阻礙了都市

翻新腳步；將鎮公所從現址遷建到機六機關用地，緊鄰運動

公園，格局開闊、交通便利、停車方便。這塊羅東最美麗的

地段，要避免被非法炒作、私人牟利，最好的方法就是做為

機關用地，讓地利之美全民共享。政府官署作為上班、洽公

用途，一天內有長達三分之二時間，是處於低使用的狀況，

若還佔用核心地段，不僅阻礙都市發展，更是對精華地段的

耗損與閒置。將鎮公所遷出核心地段，原址可另作規畫，振

興周邊商業動能，新的鎮公所座落在森林之中，周邊有碧水、

綠蔭廊帶環繞，結合友善設施的佈建，成為民眾洽公服務、

休閒遊憩、運動健身的好去處，也是城市發展的新亮點。（黃

適超，2022a） 

活動結束後，黃適超（2022b）感嘆道：「羅東是過去曾經輝煌過。

但這幾年的城市競爭，羅東鎮逐漸落後。由於近十年來主事者顢頇、

短視，使得讓羅東發展受限。」雖然前述話語未提人名任何人名，但

還是能知曉他批判的對象，即是尋求連任的吳秋齡，以及前鎮長暨時

任縣長林姿妙。後續，黃適超以「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批判吳

秋齡的「原地重建」構想，並羅列「遷建」與「重建」的差異（陳宣良、

李寶琴，2022；江志雄，2022a）（圖 4），想藉此為自己增加聲量，贏

得該年選舉。但最終結果仍是由吳秋齡順利連任。 

然而，即便吳秋齡成功連任，改建問題仍未解決。2024 年 11 月

26 日，鎮公所規劃了一筆 2,858 萬元的原地重建預算，遭到代表會全

部刪除，使得改建再度陷入僵局（胡健森，2020；翁正杉，2024）。吳秋

齡指出，那些要求把鎮公所遷至「機六用地」的人，據傳是要將鎮公

所土地轉為商業用地，再賣給私人進行開發，此舉宛若「變賣袓產」，

是不考量鎮民公共福祉的行為（戴永華，2024）。這場拉鋸戰反映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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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空間使用上的歧見，更揭示當代臺灣地方治理在土地治理、空間

正當性與政治代表性上的多重矛盾。 

 

圖 4 黃適超的「遷建」與「重建」比較表 

資料來源：陳宣良、李寶琴（2022） 

自 20 世紀以降，羅東鎮公所原址便是鎮行政中心，雖然帶有部分

殖民統治的陰影，但其地理位置、功能配置與象徵意義皆深植於地方

居民的空間認知中（陳志梧，1988）。作為公所的制度性空間，不僅承

載行政功能，也見證地方歷史與治理記憶，構成一種穩定的領域化秩

序。然而，這種穩定並非永恆，其制度意涵會因技術老舊、效能不足

與政策轉變而受到挑戰。 

筆者認為，由改建案引發的爭議透露出在網羅型城鎮中地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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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的「搜求」動機。當部分民意地方代表主張將公所遷移至「機六

用地」，並將原址改為商業使用時，暗示著空間具備高度經濟價值，而

「搬遷」則成為轉化空間商品化的橋樑。土地不再作為穩定公共建設

的自然資源，而是內蘊交換價值與充盈地方財源的商品。此外，這種

發展是更能被民眾所見，符合「有在做事」、創造經濟繁榮的社會期待。

當然，「原址重建」也存在類似的邏輯，只是並未如遷建那般傷筋動骨，

卻也表達了重新展現某種發展意識形態。總之，兩種行動均體現出地

方政治群體的搜求心態，是慾望的物質性投射。 

綜上三個子議題─街庄合併、發展計畫與基礎設施─彼此構成

了羅東城鎮長期空間變遷與政治動員的內在鍵結。它們並非孤立的歷

史片段，而是共同揭示「網羅型城鎮」如何在有限空間中不斷追求再

領域化的邏輯。首先，街庄合併運動奠定了地方政治群體以「擴大疆

界」作為發展策略的思維起點，其本質是對既有行政邊界的不滿，即

地方菁英企圖透過行政整併與經濟共榮來突破官方劃定的領域限制，

讓羅東升格為更高級的城市單元。然而，當制度層級的調整受阻後，

這種「不滿」遂轉向空間治理層面。 

其次，戰後以降的各類發展計畫承接了上述擴張慾望，將行政整

併轉化為土地再利用的技術工程。這一階段的「發展」再度展示出地

方政治群體的領域化企圖，藉由規劃論述將老舊工業區、農地與公共

設施重新納入資本循環體系。然而，發展計畫在追求效率與利潤的過

程中，也製造新的不平衡與排除，引發後續的社會不滿與空間爭奪。 

最後，基礎設施議題如信義變電所與鎮公所改建，體現了這種

不滿的具體化。當公共設施被視為空間再開發的潛在資源時，它們

既是發展的工具，也是阻礙。地方政治群體將其定位為去領域化的突

破口，而專業官僚與地方居民則以維穩、安全或生活品質為由進行反

制。這種治理矛盾揭示城鎮的發展並非線性進程，而是一場多重權力

關係的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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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三個子議題共同構成羅東在空間發展上的「不滿」。由制度

性的疆域擴張、到規劃技術的再生產、再到基礎設施的再利用，展現

出地方如何在一再被邊界束縛的情境中，不斷嘗試以不同形式重啟發

展敘事。這種未竟之滿足，正是「網羅型城鎮」內在張力與多重領域

化的持續動力。 

伍、結論

從殖民時期的森林資源開發、戰後的都市治理與基礎設施擘劃，

到近年的土地解編與擴張性計畫，羅東鎮的空間發展史清晰地展現出

一種多重領域化（multiple 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本文指出，這種

領域化不僅是物理空間的再編，更是權力、意識形態與資本邏輯交織

運作的結果。作為全台面積最小的鄉鎮，羅東的發展過程反映出一種

超越行政邊界的擴張邏輯，其核心是：將各類自然資源、勞動力與周

邊空間納入「有用」（useful）的想像，並賦予其交換價值。 

「網羅」的三重內涵彼此交織，共同塑造羅東作為一座動態且具

有再領域化能量的「網羅型城鎮」。首先，「器」作為物質技術的容器，

透過太平山森林鐵路與營林所等基礎設施，將四周自然資源引入城鎮

內部並轉化為資本，凸顯基礎設施政治如何鬆動既有疆界；其次，「法」

以市區改正計畫與當代工保區解編為典型案例，透過法令與都市計畫

圖解對空間形制加以設定和重構，展現再管控與再分配之間的雙重治

理效能；最後，「求」則以「街庄合併運動」與地方政治群體的選舉開

發提案為呈現場域，彰顯在有限疆域內，行動者持續動員、請願與策

略協商，使發展需求不斷外溢並重塑城鎮邊界。此三者在物質技術、

制度規範與施政行動的交互作用下，不僅推動羅東的多重領域化進

程，也重新定義了城鎮發展的組構模式，進而提供一個可供比較與驗

證的分析框架，期以引導後續對其他小城鎮發展動態之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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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網羅的三重特性 

網羅層面 主要經驗案例 關 鍵 內 涵 理 論 詮 釋 

器   具 

（基礎設施） 

 太平山森林鐵路與營

林所設立 

 材集散與加工設施 

將自然資源「盛載」「轉

化」為資本的容器與基

礎設施 

透過物質技術鬆動既有

疆界，實現去∕再領域

化 

法   令 

（制度規範） 

 1934年市區改正計畫

及其後續規定 

 2018年工保區解編案 

以市場法令與都市計畫

圖解、法規控制空間形

制與擴張 

市區計畫為空間設定邊

界，解編案則重構土地

使用分區，展現法令作

為治理技術之雙重效果 

搜   求 

（施政行動） 

 街庄合併運動 

 地方政治群體選舉與

開發提案 

地方政治群體持續追求

發展意識形態，並透過

請願、合併、選舉操作

不斷外溢需求 

在有限疆域內，行動者

透過策略動員，不斷再

議空間邊界與延伸想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透過「網羅的三重特性」呼應並延伸尋常∕小城市理論中

對空間與權力的多層次探討（Robinson, 2006）。羅東鎮作為面積有限

且多重領域交錯的典型小城鎮，體現關於空間的領域化、去領域化及

再領域化三態循環的理論內涵（Deleuze & Guattari, 1987; DeLanda, 

2006）。基礎設施作為物質實作，拓展城鎮的空間邊界；都市計畫及法

規制度則規範並重新界定這些邊界；而地方政治群體透過治理與發展

行動，推動空間權力的再編排。這些動態過程反覆交織，形成羅東鎮

獨具的「網羅型」領域化模式，也揭示小城鎮在資本積累與地方發展

政治之間的複雜張力。「網羅型」乃筆者嘗試捕捉羅東空間特殊性樣貌

之依據。「網羅」意指不斷向外擴展與連結的能力，同時也是地方政治

群體治理技術與發展想像的表現。然而，本文也欲指出，這種看似強

韌的網絡式發展，其實深藏脆弱性與不滿：空間有限卻不斷擴張、資

源耗竭卻仍以生產為目標、常民生活被納入發展論述卻時常無從自

主。這樣的發展邏輯，恰如「為了積累而積累」的循環，使地方治理

與空間規劃的正當性建構在經濟指標之上，而非契合在地社會脈絡的

生活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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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脈絡下，我們或許能從「去成長」（degrowth）（Hickel, 2020; 

Cosme et al., 2017）思維另闢蹊徑，尋覓了另一種可能的理解框架，為

羅東及其他類似城鎮的未來提供另類想像。去成長並非單純反對發

展，而是質疑「發展即進步」、「成長即繁榮」的線性神話，強調社會

與經濟應在生態限制與社會公平的前提下運作。放諸羅東的案例，我

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工保區解編案還是都市計畫更新，其背後都建立

在土地作為資產、空間作為生產要素的基本假設之上。去成長思維則

提醒我們，城鎮空間的價值不應僅透過市場交換價值加以衡量，亦需

考量其對生態系統的依賴關係，以及對常民生活的長遠影響。 

以羅東的木材產業史為例，過度仰賴太平山的森林資源在短期內

確實帶動繁榮，卻也種下日後水土破壞、水患頻仍的長期危機。若我

們能早一步跳脫發展主義的視角，將空間視為共生的場域，而非僅是

積累資本的容器，或許能避免如此沉重的生態代價。同樣地，當前以

「再開發」為名的土地解編與都市更新，在去成長的眼光下，更應被

視為一次對未來世代生活條件的掠奪，而非對地方永續的承諾。再次

強調，「去成長」不是拒絕改善生活條件，而是重新思考何謂「好生活」

─它反對將 GDP 式的量化指標作為唯一衡量尺度，主張由下而上的

參與治理、在地資源的再生與共享、空間用途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本

研究亦指出，城鎮作為一種「卡在中間」的空間尺度，最能揭示去成

長思維與當代空間治理之間的張力。一方面，城鎮被期待承接來自都

市的發展資源與區域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其空間與人口規模卻難以

支撐大型基礎建設與無止盡的成長邏輯。 

從早期殖民計劃到晚近再開發政策，羅東發展的每一階段皆透過

空間治理的論述與展演，推動新的轉型計畫。這些過程不只是物理空

間的重組，更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灌注、一種未來想像的設定、一場持

續不斷的治理實驗。因此，我們無法且不應將羅東的發展單純視為理

性規劃與市場機制的成果，而必須將之視為多重行動者、異質權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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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脈絡交織下的複數實作。 

羅東的空間發展歷史提供我們一面鏡子，反映出臺灣地方治理中

如何將空間視為發展工具，以及這樣的治理邏輯如何在現實中面臨重

重挑戰。筆者呼籲，藉由「去成長」的視角，我們或許能重新審視發

展的真正目的，將城鎮視為共同生活的場域，而非純粹的資本積累機

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回應那些長期被壓抑的不滿與焦慮，並為地

方創造出更具韌性與想像力的未來空間政治。 

「發展」究竟是誰的發展、為了誰而發展？以及在當前全球與在

地雙重壓力下，地方空間是否還可能有另一種不追求積累、不等於「效

率」的存在方式，筆者認為在資本加速的當代，我們越是要靜下心來

思考上述那些看上去很模糊的大哉問，方有機會提升自身對世界的感

知與批判。「網羅型城鎮」是筆者對羅東鎮的抽象稱呼，期許能依此帶

動對臺灣縣轄鄉鎮市的批判性觀點，尋找本土性的理論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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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āng-Lô” Township and Its Discontents: 
A Retrospective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Luodong 

Township’s Spatial Development History 

Pin-Jia Chen* 

Using Luodong Township in Yilan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posits 

the concept of a “Bāng-Lô Township,” exploring how localities pursue 

sustained development under highly restrictiv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This paper asks: Under a development model dominated by accumulation 

logic, how has Luodong Township been shaped as a regional node? How 

do local political groups with mastery over planning discours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nvisio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method combines archival 

document analysis and life history writing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Luodong’s spatial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First, 

Luodong’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has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olonial-era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spatial planning, forming a townscape 

centered 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econd, 

facing spatial saturation and regulatory constraints, local political groups, 

unable to formally break through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have attempted 

to loose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rough 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policy language, repurposing existing land resources and extending 

developmental imaginaries. This reflects doubts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developmental logic, highlighting latent conflicts and exclusions in spatial 

governance processes. Overall, Luodong Township’s spat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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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s as a practical site for developmentalist governance logic, filled with 

negotiations, struggles, and reconfigurations of future imaginaries.  

Keywords: Developmentalism, Spatial Politics, Human-Nature Relations, 

The Yilan Experience 


